近年来国内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进展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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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国内学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哲学基础、对中国外交能力和具体外交政策的影响、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但也存在问题。克服问题，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需要以下努力：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应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实践层面，重在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战略作为目标与途径的统一，在战略层面，应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政策上升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层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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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崛起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之中国”。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变革的今天，针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国内学术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研究，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哲学基础、对中国外交能力和具体外交政策的影响、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等方面，这些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但也存在问题。针对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方向和趋势。。

1、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构成要素的研究

    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学者们在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必须回答的问题，尽管没有专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文章，但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要素都对其内涵给予了一定回答。国内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要素的界定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1、两要素说。主要从精神和实践，即人的两种存在方式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精神共同体与合作共同体的统一。作为精神共同体，强调人类心灵生活的相互关系，可被视为真正的人的、最高形式的共同体；作为合作共同体，这是人类适应后工业化和全球化持续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或者国家由于面临共同的挑战和风险而乐意寻求互惠合作。[1]在从精神和实践层面来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家间合作关系状态升华，有学者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精神层面的“认同”与实践层面的“制度”的统一，其中认同是多元的，既包括空间（所有地区）认同和基本价值观（指对生存和发展的看法）的认同，也包括对所在区域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的认同。制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须，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突出制度的协调性，不是要建立欧共体、欧盟那样的有法律框架的实体。[2]
    2、三要素说。主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涉猎的问题领域、目标、价值及的本质内容层面来认识。在问题领域层面，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统一，利益共同体旨在解决经济问题，责任共同体旨在解决安全问题，命运共同体旨在解决民生问题。在三者的关系中，利益共同体是基石，责任共同体是担当，命运共同体是理想。[3]在目标层面，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互利共赢、安全与共、共同发展的统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4]在价值层面，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赢、民主、合作的统一体。共赢是21世纪的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各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民主是人类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共同命运的基础；合作是时代潮流，人类以发展求合作、以合作求安全、以安全保和平。[5]在本质内容层面，认为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构成了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容。[6]
 3、四要素说。主要从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客观需求出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意味着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共享的全球价值观已开始形成。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7]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的统一体，即人类基于相互依存孕育了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是共同利益的核心内容，为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联合起来从整体上进行全球治理，在这一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形成并发展。

4、 五要素说。主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出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五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即以共同发展是核心要义，以互信协作维护安全环境；以开放包容推进机制建设；以文化互鉴定凝聚理念共识；以和衷共济强化感情纽带。[8]
正是在从不同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要素进行不同界定的基础上，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有着基本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构成的逻辑起点是人类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核心是“共同发展”，途径是“国际合作”，目标是“繁荣稳定”。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人类因相互依存所孕育的共同发展的利益需求，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通过合作建立共赢稳定关系的集合体。

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1、 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共同体作为政治学概念所特有的组织性和权威性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欧盟（欧共体）作为典型代表，是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参照。欧盟（欧共体）既是“同质”国家的合作，又是具有组织结构的共同体。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涵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社会等人类活动领域，又是“异质”国家间合作，协调性是其基本特征。需要在比较研究中，把握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调性”，从而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集合体的独有特征。

2、 已有的研究重在论述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因，是在原因层面探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当下中国外交的重任，而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实践的重心在于谋求与世界各国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关系，需要从实践中的合作层面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3、 已有的研究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建立公正世界秩序的价值观，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作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理念和规范”，与旧有世界秩序的“理念与规范”必然存在争论，需要从新旧理念与规范之争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

2、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基础的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实质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探究。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类哲学”和“共生哲学”层面进行研究。

1、 类哲学是个体、共同体、人类和大自然四重维度的相辅相成。人在第一大形态只能是“群体本位”，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第二大形态，才能达到“个体本位”。人类今天的主要存在形态虽然仍是个体本位，但是，随着人类的生存互依性和利益相关性的不断增强，由个体本位向着类本位的转换正在成为新的历史大趋势。这一历史大趋势正在有力地影响着人作为个体和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推动人们不分种族、国家和信仰来认同并维护所有人的平等和生命尊严，建立人类内部的公正与文明秩序，保护自然生态平衡。其中，作为共同体的各民族国家越来越向着现代性的“人类社会”开放和转换，人类正在成为一个行动的联合体和命运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人类正在成为一个行动的联合体和命运的共同体”客观现实，以“世界之中国”的视野，正式建立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推动人类新的文明秩序的建立。[9]
2、 共生哲学认为通过相互依存达到平衡状态的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的合群性和能群性推动人类形成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社会组合形式。一方面，从合群性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使任何国家、任何行为体的个体性发展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如何与他者共生。另一方面，从能群性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人类有智慧和能力管控利益分歧矛盾和冲突，即人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建立某种秩序与交往、联系的制度和规则，控制竞争、矛盾冲突发生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程度上，以一定的社会建构和制度设计使共生关系处于有序状态。国际关系中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更加需要从共生视角、运用共生哲学来研究国际关系。从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变迁来看，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适应了国际体系同和平共生向和谐共生优化的现实需求，而且有利于中国在共生性的国际关系中赢得主动权。[10]
    从“类哲学”和“共生哲学”层面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及意义，有助于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即“在认识论克服同质国家才能成功建立共同体的欧洲经验，在方法论超越现实主义的权力斗争学说。”[11]
　　同时，在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时，学者们不自学地运用历史唯物论来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合理性，如强调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从共生的视角来认识世界历史的。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而人是社会人，共生、协作是人类劳动过程中的产物。[12]又如，在类哲学中，由于“类存在”被界定在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的第三形态“自由解放”阶段，在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时代，在全球化凸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情势下，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马克思当年所预见的人的第三大形态即“自由个性”的时代，已经离我们不远了。”[13]遗憾地是，尽管学者们不自学地运用历史唯物论来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合理性，但没有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唯物主义根源展开深入系统地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新发展，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如何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新发展，这是需要学术界解答的理论问题。

3、 关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外交能力变化的研究
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中国外交能力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学术界围绕三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从整体世界视角认识已作为“世界之中国”的责任。二是中国有能力思考全人类的命运，三是中国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给世界以积极的建设性影响。
1、从整体世界视角认识已作为“世界之中国”的责任。鉴于新中国建立后脱离世界的教训，在准确把握世界因经济全球化而日渐呈现整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即是向世界学习的合作进程，正是通过与世界的合作，中国不仅融入世界而且与世界的利益关系发生根本变革，中国已成为世界之中国。作为世界之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秉承“把人类作为一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性的整体来对待”[14]的同时，确立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对待事关各国事务的基本原则，这就共商、共建、共享，共商要求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发挥中枢国家的作用，共建要求中国与世界和地区大国一道共同承担解决地区乃至全球事务的责任，共享要求中国通知世界各国一道力所能及地提供更多物质类、安全类和思想类公共品。[15]
2、中国有能力思考全人类的命运，即提供思想公共品。有学者指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准确地判断世界潮流并提出能触及人类心灵深处最敏感神经的口号以指引外交政策[16]，是在思想领域中国对世界的新贡献。思想公共品包括：构建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正确的义利观，对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四字方针，与发展中国家相处的真诚平等相待、增进团结互信、共谋包容发展、创新务实合作的四项原则，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等。思想公共品超越物质需求，确立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终极理想和崇高理念。

3、中国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影响，即提供包括物质、安全类的社会公共品。一是提供相关社会建构与制度设计的公共产品。主要表现为：一是中国推动建立区域合作机制，从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金砖会议，等等，学界认为，这些机制建设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效的平台[17]。二是找准地区国家的利益契合点，提出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与东盟“2+7合作框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重要倡议并逐步付诸行动。这些方案共同打造着亚洲“命运共同体”工程[18]。三是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创造增长点。2014-2019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过4亿人次。这将继续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总额。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尤其是以互联互通为重点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为命运共同体建设“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 [19]。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的愿望、责任和担当，这是中国外交能力的新变化，学界敏锐认识到这一变化并进行了初步研究，但需要在以下方面深入：

1、 外交能力更多体现在战略上的顶层设计，这是一个呈现层次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长期、中期、短期）、规划（长期、中期、短期）、实施举措（经济贸易、政治安全、文化社会领域中）进行分层次的系统研究。

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外交能力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被动应对”逐渐走向今天的“主动构建”。需要纵向考察中国外交能力的演进进程、不同阶段外交能力的相承性以及演变的内容和特征。

3、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实现着“中国梦是与世界共享梦”的发展理念。需要在把握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的逻辑联系中研究中国外交能力增强的可能性条件。

4、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政策研究

通过实施具体外交政策，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有的研究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渐进性特征，明确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地位；根据中国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关系属性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1、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渐进性。
    （1）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空间领域呈现出渐进性。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中，中国选择从周边国家入手，即从双边命运共同体（如中巴命运体）走向多边的周边命运共同体，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在全球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第一步。[20]再由周边命运共同体走向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乃至世界命运共同体。其中，由于21世纪的亚洲，特别是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同时也是安全与稳定最脆弱的地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大试验场在亚洲。”[21]这是学界共识。

（2）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问题领域呈现出渐进性。命运共同体涉猎于人类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学界普遍认为，构建命运共同体，经济领域应该先行，通过建立开放型经济格局和区域合作新架构，建设利益共同体，这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基本目标”。 [22]在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往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及政治与安全共同体的方向迈进。也有学者提出，经济共同体与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应该并行不悖，以东亚为例，“从长远看，东亚只有将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合作制度整合，才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久和平稳定。”[23]
2、根据中国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关系属性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1）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应是双管齐下：一是通过推动实现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加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二是通过探讨签署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加强安全次注，深化政治和安全互信。[24]
（2）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纽带是区域性合作机制。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中日韩三国合作框架，中国是南亚联盟的观察员，等等。在推进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中国将进一步发挥区域合作机制的纽带作用。同时，有作者提出，通过与周边国家进行边境口岸建设，即与周边国家一道，扩大口岸相互开放，相互给力借力，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立。[25]还有学者指出，人文交流构建“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因为仅靠经济利益的吸引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对“命运共同体”理论的认同，应通过高质量的人文交流增强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具体包括应以追求本区域文化的共同繁荣、追求文化共建为目标，应以民间力量为交流的主体，应明确政府引导者和监督者的职能。[26]
   （3）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是经济上的共赢与政治上稳定与安全的有机统一。即通过经济、社会和外交合作的深入带动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增长、共同富裕，同时，从亚洲各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事实出发，超越目前的各种争议，管控好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27]
（4） 中非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中国正转变先前更多聚集“中国关切”的方法，转向以“非洲需要”为主导，中国遵循与非洲合作的三项原则，即非洲需要、非洲同意、非洲参与。另一方面，由于中非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为动力、互为机遇的发展结构，中国继续发挥在推进非洲制造业发展和工业化方面的特殊作用，中非双方的未来将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融合在一起，形成利益共享、前途共担的命运共同体和机遇共同体。[28]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政策研究中，现有研究中存在的最大不足是如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有机统一的研究。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战略在目标层面与途径层面实现统一，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孕育和驱动了“一带一路”建设，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基础。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深深内植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之中，但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5、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研究

1、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是学界的共识。这些挑战具体表现为：

（1）对中国强大的担忧。这种担忧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是一些国家对中国强大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是对中国充满期待，希望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地区乃至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担忧中国，害怕中国在亚洲“一家独大”，走强国必霸的老路。[29]第二类主要是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忧虑戒备，一方面担心中国被西方拉拢，不仅成为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夹缝带，而且很可能被作为中国的二、三流伙伴。另一方面中国输出过剩产能和技术，有可能造成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过度依赖，继而威胁自身的经济安全。[30]
（2）地区及世界多样性发展的挑战。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但亚洲多样性特征突出，表现为各国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差异明显，而且现存的各类合作体制也是多种多样，因多样而导致的异质性强，难以在满足各方利益需要的基础上推动一体化进程并建立符合地区需要的安全合作框架。[31]
（3）地区局势不稳定、政局更迭带来政治风险。中亚、东南亚、非洲区域，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努力都面临着因地区动荡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不仅如此，这些区域的转型国家，其政府更迭也直接带来政治风险。

（4）西方大国的介入和挑拨。在亚洲，2010年美国政府实施转身亚太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推动美国与亚洲盟国战略升级的同时，力图构建跨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得到一些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试图将域外力量（美国）引进以平衡中国。这在打断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安全合作步伐的同时，引发地区领土争端，“引发中国的担忧。”[32]
2、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架构中应对挑战。面对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挑战，如何应对？在命运共同体关系架构中解决存在的利益分歧与矛盾，这是学界共识。

（1）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框架内解决南中国海区域问题。针对南海领土争端问题，在政治层面，有学者提出，中国政府应着力于强调用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主张。通过对话沟通克服南海国际化难题和降低区域外大国因素对南海问题的不利影响[33]在经济层面，突出“共同开发”南海，建立推动环南中国海海洋经济区建设，这个经济区包括在资源产品购销基础上逐步向合资开发推进，进行海陆一体化的现代物流网络建设，在南海周边国家建立经贸合作开发区，积极探索建立深化合作的各个产业集群模式。其中，可让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地区先走到一起。[34]
（2）中巴命运共同体框架内解决“政热经冷”问题。针对中巴两国经济合作水平与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相比呈不平衡状态，主张通过强化产业互补，丰富经济合作内涵，推动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提升相互依赖程度。同时，加强机制建设，提升经济合作水平[35]
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地区多样性、政治风险、大国介入等挑战，实质是影响国际合作的三大问题：政治互信基础不牢固、经济互惠条件不坚定和机制建设效力不足。需要学界零散阐述上升到政治互信、经济互惠、机制建设层面进行系统研究，继而提出更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外交政策。

1、 在互信层面，需要围绕“中国通过扩大利益共同点来增强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展开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已构建的互信基础、具有相通性的发展战略、相互依存的战略利益、中国承担的力所能及的责任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2、 在经济互惠层面，需要围绕“中国通过提高合作水平来巩固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互惠合作”展开研究。主要进行互联互通的深入研究，包括作为互联互通建设优先领域的道路通，作为核心领域的贸易通、起抓手作用的货币通、起保障作用的政策通以及作为纽带的民心通。

3、 在机制建设层面，需要围绕“中国通过学习和创新来增强合作机制的效力”展开研究。主要包括大力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机制建设以及加大文化交流、增强观念认同等举措的深入研究。
结束语

总体来说，近年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既有对理论基础的深入探究，又有外交实践的全面考察；既有对中国外交能力的充分肯定，也有对面临挑战的释疑解答；既有对各种各样“共同体”的比较借鉴，又有对“共同体”的基于“世界之中国”之解读；既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讨，又有在战略层面进行系统建构的努力。但是，国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应着力于解决三方面的问题：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之一，应将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2、以“一带一路”为实现路径，着力于从实践层面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路径，明确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3、牢牢把握“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外交能力增强之间的逻辑联系，着力于在宏观战略层面加强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明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机统一。

� 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于国际机制内化功能的研究》（15YJA71002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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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 and trend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in recent years


By Liu Chuan-chun


(HuBei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rxism Studies School  430074)


Abstract: With raising the awareness about human beings shar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the report to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uch research on on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including the meaning, theroretical base, foerign ability and policy, challenge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made progress, therefore,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We should develop the further research such as following: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alization of Marxism to explore the base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should be unified with the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methods,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should be raised to the level of the Party's ruling ability to strengthen the top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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